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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Spatial Boundary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ting 
Rat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Spatial Merge Techniques 

基于GIS空间融合技术的北京都市圈空间识别及
通勤率特征研究*

赵  晖   张  纯   梁晓红   李春艳   金佳萱    ZHAO Hui, ZHANG Chun, LIANG Xiaohong, LI Chunyan, JIN Jiaxuan

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对以城市中心区为通勤中央核的通勤空间特征进行研究，以此判别北

京都市圈的空间边界及拓展趋势，同时为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综合交通网络融合和面向通勤群体提

供高品质通勤服务的公交服务给予政策借鉴。采取基于GIS的空间融合分析技术，有效识别手机用户居住地、就业地和

通勤OD链，通过测算外围地区到中央核的通勤率判定都市圈通勤范围空间特征。分析显示都市圈范围的空间层次与通

勤率相关。以北京中心城区为通勤中央核，第一圈层30%通勤率等值线对应约在30 km之内，这是城市通勤行为最活跃密

集的地带。第二圈层10%通勤率等值线对应30—50 km的不规则圈层范围，约为都市圈边界涵盖范围。最外圈层5%通勤

率等值线对应的50 km之外的通勤偶发地带，在空间上呈现不连续分布的特征。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uses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to stud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ting with the city center as the focus, to identify the spatial boundary and expansion trend of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network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metropolitan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and for the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 that provides high-quality commuting services. GIS-based spatial fusion analysis technology is adopted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mobile phone users' places of residence, employment, and commuting OD chains, 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s commuting range are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the commuting rate from the peripheral areas to the cent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patial level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is correlated with the commuting rate. Taking the central city of Beijing 
as the center of commuting, the 30% commuting rate contour of the first circle corresponds to the area within 30 km, which is the 
most active and intensive zone of urban commuting behaviors. The 10% commuting rate contour of the second circle corresponds 
to an irregular circle of 30 km-50 km, which is about the boundary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The outermost 5% commuting rate 
contour corresponds to a zone of occasional commuting beyond 50 km, which shows a discontinuity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都市圈；通勤率；空间融合技术；通勤距离；手机信令数据；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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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我国已经迈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

时代。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交通线路

的持续延伸，城市通勤范围不断扩展、通勤频

度不断增加，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正在经历着

重塑。“都市圈”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地理学家

戈德曼 [ 1]提出，是指围绕都市区（megalopolis 

area）而形成的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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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0年代日本进行都市圈规划和国家尺度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时，将都市圈概念与通勤紧

密联结起来，认为都市圈边界即一日之内可达

的通勤范围。在我国19 9 0年代关于都市圈的

讨论中，周一星等 [ 2]认为，应跳出“就城市论

城市”的城市行政辖区界限，采取关联和流动

视角来界定都市圈的边界。通勤成为界定都市

圈空间范围的重要指标。王建军等 [ 3]认为，通

勤率能够强有力地反映都市圈核心与外围地

区的社会联系和功能组织的紧密程度。因此，

通勤率等值线划分的空间范围能够清晰刻画

出通勤的圈层规律，并反映不同空间范围到中

央核的通勤频率的活跃程度，成为测度都市圈

空间特征和演变规律的关键所在。本文的创新

点在于，采取基于手机信令的空间融合技术，

识别了基于实际通勤行为的北京都市圈空间

范围，揭示了都市圈内通勤率的分布特征；在

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进行综合交通

布局、提升人民群众的通勤效率和通勤品质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和智慧技术的发

展使都市圈与通勤关系的研究更加精准化，也

使测算方法不断得到优化提升。例如，Blind

等[ 4 ]指出传统调查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并指

出依托手机信令数据等新型数据源开展通勤

指标测算的可能性。苏跃江等 [ 5 ]采用手机信令

数据与传统调查数据的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对

居民出行特征进行分析。Becker等 [ 6]和丁亮

等 [ 7]利用手机数据分别识别了莫里斯敦和上

海中心城区的通勤范围。赵鹏军等 [ 8 ]基于手机

数据构建联系率、通勤率、生活出行率等指标，

对京津冀都市圈、通勤圈和生活圈进行多维识

别。研究发现，在空间范围上存在都市圈大于

生活圈且大于通勤圈的规律；同时也发现，大

多数城市的通勤圈并未超过市域行政边界。总

体来看，传统研究主要通过居民出行调查、活

动日志等调查方法获取数据，继而通过分析通

勤指标来判定城市通勤圈的范围。相对而言，

近年来以手机信令数据为代表的大数据因其

样本量大、覆盖较广的特性，已经成为研究城

市居民出行与通勤行为的新数据源[ 9 ]。

既有研究表明，尽管关于都市圈对应的通

勤距离和通勤时耗尚存争议，目前比较一致的

观点普遍认为，通勤行为是界定都市圈的必要

支撑条件。例如，王晟由等[ 10]指出，以往学者对

通勤特性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城市内部范围，对

都市圈尺度的通勤行为研究较少。马亮[ 11]指出，

都市圈概念与通勤圈较为接近，且通常采用都

市圈外围到中心城区的通勤人口比例作为通勤

率的评判标准，并依托轨道交通刷卡数据对深

圳通勤圈的范围进行判定。于春青等[ 12] 11指出，

通勤圈通常与通勤行为相对应，以日本为例，通

常将周边市町村15 岁以上常住人口的5 % 以上

到核心城市通勤或通学的范围，纳入核心城市

的通勤圈范围。张沛等[ 13]采用通勤率指标，基于

交通出行调查数据确定都市圈的空间范围，提

出5 % 与10% 两个通勤率阈值标准，并指出通勤

率阈值应依据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和对外交通通

达条件进行修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和国内文

献都显示，界定都市圈的通勤率并不是一个绝

对固定的指标数值；通勤行为随着交通基础设

施供给、交通方式的不同而不断变化，都市圈空

间范围也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在京津冀一体化

趋势下，北京的通勤空间范围是否超越行政辖

区边界，以及通勤活动呈现出的空间特征和变

化规律。笔者选择以北京中心城区（城六区）

为中央核探讨通勤特征及其空间扩张规律，通

过整合国内外都市圈空间范围判定的指标体

系，构建一套依托手机信令数据与空间分析技

术相结合、基于通勤率和等值线的都市圈空间

范围判定方法体系。聚焦于北京都市圈的通勤

空间特征和拓展范围，本文对于新时期以都市

圈和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形态研究、在京津冀

一体化趋势下建设四网融合的综合交通网络

规划具有借鉴意义。

1 都市圈的通勤特征

随着党的十九大以来对于人民幸福通

勤、职住平衡等理念的提倡，都市圈的通勤问

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决策者的共同关注。在京

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契机下，京津冀城市群通

勤圈建设逐步发展（见表1），从2015 年正式

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直至2023年要求“环

京地区通勤圈深度融合”，京津冀城市群通勤

圈范围在空间上逐渐扩大，通勤需求进一步提

升，联系程度愈发紧密。

21世纪以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

完善和ICT技术的不断升级，全球都市圈出现

网络化、扁平化趋势，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

联系都变得更加频繁[ 14 ]。都市圈通勤行为的特

表1 京津冀城市群政策规划总结

Tab.1  Summar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cluster policy pla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要内容
2015年4月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2017年9月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加强交界地区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

2018年12月 《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2016年—2035年）》

推动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地区统筹发展，
建设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

2019年9月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总体规划
（2019—2035年）》

北京市与河北省共同编制，推进跨区域社会管
理改革试点，创建共建共管共享模式，在多方面
深度融合，打连两地合作发展共同体

2020年3月 《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
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

坚持“一盘棋”规划，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
势。编制了北三县岛北京市州区协同发展“5＋
12”系列规划

2021年1月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纵深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工程包

2022年4月 《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22年工作
要点》 12大类70项重点任务，涉及173条重点事项

2023年1月
关于北京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报告

将着力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深入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作为实现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的首要任务。促进环京地区通勤圈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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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一方面，普遍经历通勤

距离的增加、通勤时间的延长；另一方面，通勤

从固定起讫点和线路的程式化行为转变为带

有一定随机偶发性和碎片化的行为 [ 15 ]。

在探讨与通勤相关的过剩通勤[ 16]、职住

平衡等相关话题时，通常研究焦点集中在城市

内部。然而，基于2020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通勤大数据平台构建的全国尺度可比通

勤特征数据，并在2021年通过持续监测相同

指标发现，北京、深圳等城市日常通勤范围已

经超越了市辖区行政边界[ 17]。这表明我国都市

圈通勤范围呈现出商务差旅、远距离通勤的混

合化、交织化特征，简单按照“城市行政边界”

界定的通勤概念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需求。在都市圈提供合理的城市公共交通服

务，必须依托实际发生的通勤活动规律，探讨

都市圈尺度的空间拓展范围问题。

在都市圈通勤范围界定的话题上，目前经

验和实证研究仍较多集中于“一小时”通勤圈

范围。通勤率因反映通勤活动的活跃程度，而成

为通勤问题十分关键的测度指标。通勤率是指一

定地域范围内，使用某种交通工具出于就业或就

学目的，到达都市圈就业岗位最为集中的中央核

通勤的人口，与该外围地区总通勤人口的比值。

国际上判定都市圈的方法主要是基于通勤率这

一关键指标，真实地反映都市圈中央核到外围地

区的经济吸引强度及区域通勤联系强度。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基础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联通2017年其中1个月连续的

手机信令数据展开研究，数据用户涵盖京津冀

全域，用户量约1 200万，北京、天津、河北用户

每天人均数据量分别为15 0条、60条、75 条，

包含时间、位置区码、小区、经度和纬度等数据

字段，由此可获得居民完整出行链路，对长距

离出行的识别能力较强（见表2）。

2.2  数据处理和技术路线

在手机数据处理上，主要分为去重、去噪、

去乒乓等3个环节（见图1）。首先对数据进行

预处理。主要对冗余数据、异常数据和乒乓数

据等噪声数据进行剔除，获得信息较为准确的

大数据样本。其次，对手机信令基站与城市交

通小区（TAZ）进行空间匹配。通过聚类识别

法提取基站名称和经纬度信息，并与交通小区

地理信息数据进行空间坐标统一。采用抽样法

和边界核对法确定两者空间位置的准确一致，

完成信令基站与交通小区的空间匹配和数据

链接。最后，对通勤指标进行界定和测算。基于

手机信令数据，采用空间聚类法实现停留时长

与位置的识别，即基于特征分类法和双重权重

法，实现夜间停留地（居住地址）识别和就业

地识别；基于群体特征分类识别通勤和出行，

结合通勤数据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扩样，对通勤

率、通勤时间、通勤距离等指标进行测算（见

图1）。本文基于研究主要对通勤率和通勤距离

进行集中探讨。

2.3  通勤率与通勤率阈值

在测算通勤率时，涉及两项关键技术：一

是外围地区到中央核通勤出行行为的识别，二

是外围地区到中央核的通勤率测算。通过选定

中央核区域范围、测算外围地区到该中央核的

通勤率，并结合设定的通勤率阈值，判定都市

圈的范围边界。

本文中通勤率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将北京中心城区（城六区）作为通勤中央

核，分析不同圈层的通勤空间分布规律。通过手

机信令数据测算通勤指标，获取外围地区至中

央核通勤的OD位置，再利用通勤率计算方法，

获取不同阈值下的通勤OD链和位置分布。结合

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将通勤率对应的覆盖空

间范围通过最大似然法的等值线连接，得到特

定通勤率对应的空间范围边界。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最大似然法空间融合的边界划定方法中，

兼顾OD起讫点实际位置进行了平滑曲线的处

理；因而，低阈值不一定必然包含在高阈值边界

的外包线范围内，而可能呈现局部上重叠和交

错关系，特别是会呈现出不规则的孤岛分布。

在通勤率的具体数值测算上，国际上各大

城市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发展阶段，采用不同

的指标阈值。例如，在美国的标准中采取两圈

层概念：从2000年开始采取25 % 的通勤率作为

中心城（central city）和外围县（county）的

划分标准；而大都市区采取单向15 % 或者双向

20% 的通勤率作为界定阈值[ 18 ]。在日本官方发

布的都市圈标准中，通勤率标准界定为15 岁以

上到中心市通勤或通学人口的比例，达到外围

市县町本地常住人口的15 % 以上[ 19 ]。

（1）

表2 基础数据情况

Tab.2  Basis data overview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基础数据 北京 天津 河北
基站分布/（m/个） 500 900 1 500 

每天人均记录数/条 150 60 75
数据间隔/min 10 25 20

图1 手机信令数据提取通勤特征处理技术路线图
Fig.1  Cellular signaling data processing to attract commuting characte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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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中手机信令数据覆盖人口比率

有限，并通过数据分析融合了工作日和周末等

因素形成加权平均工作日，采取适度降低阈值

的方法更符合实际通勤与都市圈边界的对应关

系。在目前国内的案例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推荐

5 % 和10% 通勤率作为都市圈的界定标准[ 12] 11，[ 20]。

加权平均工作日计算公式为：

最终本文选择30% 、10% 和5 % 等3个通

勤率阈值对都市圈空间范围进行动态考察，从

而得到3个不同通勤的圈层范围。其中，30%

的通勤率等值线对应城市密集区范围，与美国

标准的中心市和外围县的分界线类似（美国

推荐25 % 通勤率） [ 18 ]，反映城市通勤活动最为

活跃的地区。5 % —10% 的通勤率，与欧洲国

家大都市区（10% —20% 的通勤率）以及日

本都市圈（15 % ） [ 19 ]的分界标准类似。

3  北京都市圈的通勤特征

3.1  通勤率与通勤圈层划分

依托手机信令数据对外围地区通勤率

进行测算，经过ArcGIS空间融合模块分析发

现，在以中心城区为中央核的前提下，30% 、

10% 和5 % 的通勤率反映出都市圈通勤的圈层

规律特征。具体表现为：

城市高频通勤范围，与30% 的通勤率对

应的通勤范围一致，对应城市通勤半径约为

30 km，呈现出不规则形状（见图2中红色边

界），这大致相当于六环及周边区域，体现了该

范围内人口和就业的强集聚性。在不规则形状

中，30% 的通勤率等值线边界相对整齐，除了

六环以内区域，还包括集中延伸突出的昌平城

区、顺义和大兴部分地区，以及燕郊北三县等

部分地区。通勤率30% 的范围对于大规模、强

客流的轨道交通规划有着重要意义；超过此圈

层之外进行大规模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可能无

法捕捉到集中的通勤客流，在交通规划和投资

建设时应格外谨慎。

根据既有文献中对于都市圈边界的标准，

本文采取5 % 和10% 两个通勤率空间范围进行

研究。通勤率10% 覆盖的空间范围，在上述30%

的通勤率对应的空间范围上，逐渐向外扩展而

呈现出更加不规则的近圆形态，半径在5 0 km

左右（见图2中绿色边界）。其中向东、东北和东

南3个方向的边界较为破碎化，向东已经扩展出

北京市域边界且涵盖北三县大部分地区。10%

的通勤率的空间覆盖边界相对更为碎裂化和不

规则，并在近似圆形的等值线之外形成几个主

要孤岛，包括北部的昌平城区、东北方向的顺义

城区、西南方向的固安和涿州。

当通勤率等值线为5 % 时，通勤半径进一步

扩展到5 0 km之外的廊坊市、三河市的大部分地

区和保定市等地。随着京津冀城市群各类一体化

政策的持续推进，中心城市正与周边城市形成更

加紧密的交通联系，在5 % 的通勤率等值线反映

的城市群尺度跨行政区的通勤需求显著增加。相

对于10% 的通勤率，5 % 的通勤率等值线对应边

界相对更整齐，向东延伸超出北京市边界的涵盖

面积更大，并在近圆形分布之外形成几个孤岛。

例如，岛状空间集中在西北方向的延庆城区、东

南方向的廊坊、西南部的固安和涿州等地。考虑

到5 % 的通勤率包括更多城市群尺度的外围市，

空间分布上并不连续，因而10% 的通勤率的范

围与都市圈边界更为一致。因而，本文中推荐以

10% 的通勤率作为测度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通

勤中央核的都市圈范围更符合实际情况。

通过对上述30% 、10% 和5 % 的通勤率等

值线范围进行叠加可以发现，北京都市圈的通

勤半径主要可以分为30 km之内、30—5 0 km

和5 0 km之外3个圈层。其中3个圈层边界由于

ArcGIS算法中考虑了周出行频次问题，出现部

分边界交织现象。由于自然地理原因，这3个圈

层西部边界较为一致，而东部边界差异较大。

3.2  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

从交通供给端来看，具有大运量集中客

流交通服务的供给能力，可以通过基于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等两个指

标来体现（见图3）。本节集中于对中央核通勤

需求比较活跃的10% 和30% 两个通勤率阈值

空间范围进行讨论。

首先，轨道交通服务主要集中于30% 的通

勤率等值线对应的空间，在此范围内有无轨道

交通对通勤时长的影响十分突出。在近郊区和

远郊区无轨道交通覆盖的区域，超过20 km的远

距离通勤的需求依然存在，通勤时长在4 5  min以

上的现象非常普遍（见图3）。结合主要通勤走

廊方向来看，北部通勤走廊的昌平区回龙观、天

通苑地区，东部通勤走廊的通州区的东部地区，

到中央核的通勤时间最长，平均为60 min以上。

其次，虽然10% 的通勤率等值线部分边

图2 中央核为中心城区通勤率为5%、10%和30%的都市圈范围
Fig.2  The metropolitan area boundary surrounding the commuting core with a commuting rate of 5%, 10% and 3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加权平均工作日=（工作日数据×工作日

数据权重+休息日数据×工作日数据权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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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远远超过北京行政辖区范围（见图2），但相

对而言，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公共交通

出行服务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域行政

边界范围之内。这反映了跨城通勤需求与本地

化运营等轨道交通服务之间存在着空间不匹

配的问题，以行政辖区为主体的城市轨道交通

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持续扩展的都市圈通勤需

求，在超过行政区边界的燕郊北三县等地区尤

其突出。此外，在城市中心区内部主要通勤走

廊如果缺少城市轨道交通服务的支持，也会形

成轨道交通服务薄弱地区，例如在昌平区的天

通苑和回龙观等地区（见图3b ）。

3.3  主要通勤走廊与跨城通勤方向

在城市群尺度的跨城通勤，通常在 5 % 的

通勤率等值线和 5 0 km以外的通勤距离水平

上发生（见图4 ）。不同于传统市内通勤，随着

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完善，跨城通勤

成为区域一体化中十分重要的话题。在京津冀

城市群，“北京工作、天津河北居住”已经形成

较大规模的通勤群体，并在《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年—2035 年）》（以下简称“北京总

规”）中有所体现，北京总规中强调要建立北

京与河北雄安新区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促进

北京与廊坊北三区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增强天津、石家庄、保定等中心城市

的枢纽作用，推动区域多节点、网络状的综合

交通体系建设。虽然在城市5 0 km之外的通勤

率仅约 5 % ，然而数据显示，每日总计约15 0万

人口从5 0 km之外到中央核通勤，形成规模巨

大、不可忽视的向心通勤流。基于手机信令数

据分析显示，在 5 % 的通勤率等值线空间范围

上已到达城市群尺度，覆盖到天津、廊坊、保定

等城市的主城区。

从各主要通勤廊道的特征来看，首先沿

正东方向国贸—燕郊—三河通勤廊道，包括香

河、大厂、三河市在内的燕郊北三县成为主要

来京通勤廊道，此方向日均约有13万人的跨

城来京通勤需求（见图5 ）。其中，67.2% 通勤

者（约8 .7万人）会直接进入北京城市中心区

的中央核作为通勤目的地，另外32.8 % 通勤者

会在中央核之外的通州、大兴等作为通勤最终

目的地。其次，沿东南方向通勤廊道，包括天

津、廊坊市在内到北京市域的总跨城通勤人数

为3.6万人，其中1.4 万人进入中央核。再次，沿

着正南和西南通勤廊道，来自涿州、固安等地

到北京市域的跨城通勤需求分别为1.9 万人和

1.6万人，其中进入中央核的人口分别为0.8 万

人和0.7万人。这些数据反映了在5 0 km范围

之外到中央核的通勤者规模可观，成为城市群

尺度的重要通勤组成部分。其最终与都市圈内

部通勤客流叠加，汇聚成为对城市中心区不可

忽视的交通压力。

4  结论和结语

结合通勤率和通勤特征，本文构建了基

于手机信令数据通勤率等值线的都市圈通勤

圈层判定方法，以反映不同圈层的通勤特征和

规律。本文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和空间分析技术

识别用户通勤出行行为，对不同通勤率阈值下

的等值线范围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在不同通勤率的情况下，北京都

市圈通勤空间范围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特征，

存在30 km和5 0 km两个半径圈层界限。以北京

中心城区为中央核来测度，第一圈层之内30%

的通勤率等值线，对应约半径30 km的通勤空间

范围，通勤人群主要集中在北京六环及周边区

域，还包括昌平、顺义、通州、大兴等部分街镇，

以及燕郊北三县部分地区。这一圈层是城市通

勤行为最密集而活跃的地带。第二圈层是10%

的通勤率等值线，对应半径约5 0 km的不规则

通勤空间范围，目前在燕郊北三县大部分地区

已经超过北京行政辖区边界，涵盖河北三河市、

图3 以北京城六区为中央核的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分布特征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behavior and commuting time evolving six districts as commuting co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通勤距离分布特征                                                           b  通勤时间分布特征

图4 通勤率5%空间拓展范围
Fig.4  Spatial boundary of 5% commuting rat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北京跨城通勤的主要廊道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intra-city commuting corrido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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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固安等部分地区。这一范围与既有文献

中的都市圈边界的阈值标准较为一致。第三圈

层是5 % 的通勤率等值线对应的半径在5 0 km之

外、包括岛状飞地的城市群尺度空间范围，包括

廊坊市北三县大部分地区，以及天津、保定等城

市部分地区。这一圈层体现了相对比例不高但

绝对总量规模较大的跨城通勤特征。可在未来

区域总体规划及都市圈综合交通网络规划等相

关政策规划上参考对应通勤率取值与通勤率特

征方法，便于更加准确地界定都市圈、城市群，

为其协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结合既有文献和本文数据反映各圈层的通

勤空间范围认为，10% 的通勤率等值线与都市

圈边界较为一致。这将成为未来提供公共交通出

行服务重点关注的地带。结论发现，5 % —10%

的通勤率等值线范围均已超过北京市行政辖区

边界，需要进一步完善跨城通勤的交通支持。本

文通过北京都市圈的通勤空间范围识别，为京津

冀一体化背景下的综合交通线网规划提供依据。

本文囿于目前对通勤率判定依赖于手机信令数

据的单一来源，未来需在多源数据的支持下，对

都市圈通勤规律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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